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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

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 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

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

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
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

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
 

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

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

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

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
 

且随着国会

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

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

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

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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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美国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冲突与博弈如何

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具体而言,我们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为例分

析总统和议员以及议员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制裁策略的

选择。经济制裁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使用最为频繁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解释制裁政策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影响美国决定其制裁

类型、手段及强度的国内因素。正如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所

言:“大多数文献都集中于制裁的结果,很少有研究解释发起国何时会威胁

或发起经济制裁的行为。”①因此,现有文献很难解释:为什么面对类似的国

家和相似的危机事件,美国有时会发动高强度的贸易制裁,而有时却仅使用

强度较低的定向金融制裁或者武器禁运? 比如,1992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

亚围绕纳卡地区爆发冲突,美国对阿塞拜疆仅采取低强度的援助制裁。② 但

在1998年,美国对卷入地区冲突战争的南斯拉夫采取高强度的贸易制裁以

及全方位的金融制裁。③ 与此类似,1987年,由于叙利亚涉嫌参与国际恐怖

主义活动,美国召回了大使并限制对叙利亚的货物出口和服务;而在2002
年,叙利亚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推行秘密化学和生物武器,美国却对其实

施了高强度经济禁运(economic
 

embargo,即全面贸易制裁)。④

如何解释上述差异对于中国以及其他“潜在”被制裁国具有重要意义。

①

②

③

④

Daniel
 

W.Drezner,
 

“The
 

Hidden
 

Hand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3,
 

2003,
 

pp.643-659.
新华网:《“对美反恐行动的必要支持”美取消对阿塞拜疆制裁》,2002年1月

29日,来源http://mil.news.sina.com.cn/2002-01-29/52826.html,访问时间:2023年7
月10日。

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160号决议的公告》,1998年

5月11日,来源http://lawdb.cncourt.org/show.php? fid=84859,访问时间:2023年7
月10日。

Gary
 

Clyde
 

Hufbauer
 

et
 

al.,
 

“US
 

v.Syria
 

(1986—:
 

Terrorism),”
 

May
 

1,
 

2008,
 

https://www.piie.com/commentary/speeches-papers/case-86-1,
 

访问时间:2023年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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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排除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等结构性因素,
 

以及美国与对象国

的冲突预期或对象国的政治制度等认同因素,
 

那么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应该

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关键之一。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双层

博弈理论强调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影响政府在国际行为中的策略选择。① 具

体而言,本文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
 

在选举压力的作用下,总统和国会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

外经济制裁的策略选择?

(2)
 

在国会两党分别控制两院的情况下,两党间的博弈又如何影响美国

对外经济制裁的策略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完善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形

成机制的探讨,同时对于我国策略性突破美国高强度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二、
 

基本概念:
 

经济制裁及其强度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
 

其实质是“撤销

或威胁撤销习惯贸易或金融等经济关系”,目的是改变制裁对象的行为。②

为使本研究更加精确,本文将制裁界定为制裁发起方为改变制裁目标国政

府的政治行为而采取旨在降低该国经济福祉(总体产出和收益)的措施,如

暂时中止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等。③ 虽然制裁的最终对象是目标国政府,但承

受制裁的主体可以是目标国的个体或者公司(比如针对政治精英的定向金

融制裁),甚至是普通社会组织。另外,一般来说,该概念强调的是改变目标

①

②

③

Robert
 

D.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B.Evans,
 

Harold
 

Karan
 

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
 

eds.,
 

Double
 

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Gary

 

Clyde
 

Hufbaue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2007;朱杰进、胡馨予:《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

的有效性》,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8卷第3期,第59—86页。
庞琴:《冲突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
期,第108—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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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而非纯粹的经济政策,比如关税和贸易纠纷。①

另一个与经济制裁类似的概念是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这一概念

来源于英国法,“所谓经济胁迫,是指合同当事人滥用其优势地位,采取除暴力

强制以外的其他压力(如经济或商业的压力),压制对方当事人的意志,迫使对

方违背自主意志而签订合同。”②目前较多在国际法相关的场合使用。经济胁

迫和经济制裁本质类似,只不过经济胁迫强调制裁发起国的行为缺乏法理

性,而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表述,更多地被使用在学术研究领域。

经济制裁有多种类别,其中贸易制裁③、金融制裁和援助制裁是最常见

的子类别(见表1)。贸易制裁是截断制裁发起国和对象国之间的商品和服

务贸易④;金融制裁是制裁发起国剥夺对象国获取本国资本或者进入本国金

融市场的制裁行为⑤;援助制裁指发起国延缓、减少或终止援助,或者威胁采

取上述措施以惩罚对象国。⑥ 美国的贸易制裁主要由美国国务院经济制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可以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政策行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很难区分单纯的经济

行为和政治行为。一方面,包括卡特(B.E.Carter)、帕普(Robert
 

A.Pape)和舒维巴赫

(V.L.Schwebach)在内的学者认为,经济制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经济压力来实现超经济

目的,
 

因此只涉及低政治领域经济和监管纠纷的“贸易战(Trade
 

War)”
 

等手段不属于经

济制裁。另一方面,波德温(David
 

A.Baldwin)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的概念应当拓展,制
裁的制定与应用可能出于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目的。相关文献可以参考:阮建平:
《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32—33页;

John
 

C.Conybeare,
 

Trade
 

W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6;
 

Robert
 

A.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p.93-95;
 

David
 

A.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2。
罗昆、陈敬立:《论经济胁迫及认定因素》,载《民商法争鸣》,2023年1期,第24—

42页。
一般 而 言,贸 易 制 裁 不 包 括 武 器 禁 运 和 出 口 管 制,参 见 Steve

 

Charnovitz,
 

“Rethinking
 

WTO
 

Trade
 

San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5,
 

No.4,
 

2001,
 

pp.792-832.
Peter

 

Rudolf,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SWP
 

Research
 

Paper,
 

2007.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年第8期,
 

第24—47页。
娄亚萍:《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载《太平洋学报》,
 

2010年第7期,
 

第

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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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经济制裁类型、手段及强度

类型 手段 强度(影响范围)和显示度

全面

制裁

经济禁运和

封锁

禁止与目标国之间的部分或全

部经济往来,包括贸易、金融和

其他领域

贸易

制裁

进口抵制和

出口禁运

设置关税壁垒、进出口限额等,
限制本国与目标国部分或者全

部商品和服务贸易

影响波及商品生产、流通、
零售以及港口等部门,范围

最广,显示度最高

金融

制裁

武器

禁运

全面金融

制裁

对制裁对象部分或全部国家资本

实施制裁,及制裁货币如破坏目

标国货币的币值及汇率稳定,增
大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等

定向金融

制裁

针对部分政治精英冻结资产或针

对部分产业实施投资制裁

限制或禁止武器军备或其生产资料流入目标国

影响目标国的范围较广,但
对发起国的影响局限在金

融领域,显示度一般

对双方的经济影响都较小,
显示度一般

对于目标国影响较大,对于

发起国影响局限在军工产

业,显示度一般
 

其他制

裁手段

援助制裁
减少、延缓、终止对制裁对象的

各种经济以及人道援助

旅行禁令
限制或禁止目标国的个人、集团

进入发起国享有领土主权的地域

外交制裁

驱逐目标国大使,召回驻在目标

国的本国大使,关闭目标国驻在

本国境内的大使馆或本国驻在

目标国境内的大使馆

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对目标

国整体经济活动造成的损

失最小,显示度最小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该表格中有关制裁强度的分类及定序参考Patrick
 

M.Weber
 

and
 

Gerald
 

Schneider,
 

“Codebook:
 

Case-level
 

Dataset,”
 

EUSANCT
 

Dataset,
 

March
 

2020,
 

p.8-9。

政策与执行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负

责执行,金融制裁则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负责执行,援助制裁则通常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

美国国务院的指导下负责执行。

经济制裁的强度是指制裁造成的发起国的经济成本和对象国的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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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程度。强度可以通过对象国的实际经济损失(如折合为以美元为单位

的货币损失)来衡量。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数据少而且可能存在潜在误差。除

非制裁强度很高且对象国整体经济数据比较透明,否则很难准确计算所有直

接和间接损失。此外,这种衡量方式容易忽略制裁发起国的成本,因此可能无

法准确地衡量发起国意图。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对象国的实际损失有时难

以控制,很有可能发起国(美国)的意图并非造成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灾难或者

说最高级别强度的制裁后果,然而实际结果堪比最高级别。①
 

考虑到本文重点

研究美国制定相关政策时的意图,因此使用政策设计强度,即制裁政策对发起

国和对象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范围来衡量(见表1)。②
 

一般而言,在上述制裁类

型中,贸易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的打击强度最高,易对平民及第三方利益集团

造成“连锁效应”,对发起国和目标国的影响范围最广。③ 金融制裁通常是对

目标国政治领导人及其亲信进行精准打击,对目标国经济打击程度居中④;当

然,全面金融制裁也会对目标国造成较大的影响。援助制裁的影响范围相对

更有限,其他诸如旅行禁令和外交制裁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小
 

(见表1)。

制裁政策的强度直接影响该政策在制裁发起国国内民众中的显示度。制

裁除了具有对外政策功能,也具有安抚国内民众、提高国内政治合法性的意

义。比如,公开严厉地制裁本国的竞争对手/敌国,或者制裁那些进行种族屠

杀/军事政变的外国领导人,都有利于提升本国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和权威。⑤
 

在

①

②

③

④

⑤

Richard
 

Hanania,
 

“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Policy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No.884,
 

Feb.2020.
这里的强度是政策设计强度,而无法把企业的实际履行情况也纳入考虑范围。

企业也可能基于盈利需要,利用走私、黑市交易等方法想方设法“逃脱制裁”。相关研究

参见:Jaleh
 

Dashti-Gibson,
 

Patricia
 

Davis
 

and
 

Benjamin
 

Radcliff,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1,
 

1997,
 

pp.609.
刘威:

 

《美式金融制裁的实施体系、功效评价与可能趋势》,
 

载《当代美国评论》,
 

2020年第1期,
 

第105—121页。
贺洋、尚昕昕、曲皓:《剖析美国经济金融制裁的20个典型案例》,

 

载《中国外

汇》,
 

2022年第10期,
 

第13—14页。

Daniel
 

W
 

Drezner,
 

“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4,
 

1998,
 

pp.709-731;
 

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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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条件下,制裁发起国领导人采用的制裁强度越高,制裁影响的民众

越多,国内外关注度越高,制裁的显示度也越高,越能够彰显领导人的政治

权威。当然这种线性关系并非绝对。

三、
 

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制裁的类型(强度)? 现有研究主要以西方学者

特别是美国学者为中心,侧重于制裁有效性研究①,较少直接解释美国经济

制裁政策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影响美国经济制裁类型和手段的国内政治因

素。本研究将相关解释总结为两种范式:(1)对外政策分析模型,相关解释

以国际形势(international
 

context)为中心,包括诸如制裁事件所涉及的议题

① 制裁效果是制裁研究的焦点。学者们业已探讨了目标国对发起国的依赖程度、
目标国本身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性、目标国的民主程度、

 

制裁威胁的信誉成本等种种因素

对制裁效果的影响,形成了经济制裁有效论、经济制裁无效论以及经济制裁效果难以评

估论三种观点。经济制裁有效论参见 Gary
 

Clyde
 

Hufbauer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David
 

A.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Daniel
 

W.Drezner,
 

“The
 

Hidden
 

Hand
 

of
 

Economic
 

Coercion,”;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4,
 

2013,
 

pp.672-682。经济制裁无效论参

见Robert
 

A.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
 

1997,
 

pp.90-136;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Barbara
 

Oegg,
 

“Economic
 

Sanctions:
 

Public
 

Goals
 

and
 

Private
 

Compens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
 

No.2,
 

2003,
 

Article
 

6;
 

Richard
 

N.Haass
 

ed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1998;
 

Judith
 

Miller,
 

“When
 

Sanctions
 

Worked,”
 

Foreign
 

Policy,
 

No.39,
 

1980,
 

pp.118-129;
 

Daniel
 

W
 

Drezner,
 

“The
 

United
 

States
 

of
 

Sanctions:
 

The
 

Use
 

and
 

Abuse
 

of
 

Economic
 

Coercion,”
 

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5,
 

2021,
 

pp.142-154。经 济 制 裁 效 果 难 以 评 估 论 参 见 Susan
 

Hannah
 

Alle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8,
 

Vol.52,
 

No.6,
 

pp.916-944;
 

Abel
 

Escrib-Folc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Conflic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2,
 

2010,
 

pp.129-141;
 

David
 

Lektzian
 

and
 

Mark
 

Souv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Sanctions
 

Onset
 

and
 

Succ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7,
 

Vol.31,
 

No.6,
 

pp.848-871;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pp.67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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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象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对象国的政治制度以及该国与美国的冲突

水平及冲突预期等变量。(2)政治经济学模型,相关解释以美国的国内因素如

利益集团的偏好为主。值得说明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对美国经济制裁的

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因此,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均是指美国对外经济制裁。

(一)对外政策分析模型

  1.
 

制裁所涉及的议题领域

  制裁所涉及议题
 

(issue)的重要性(salience)是影响制裁决策的关键。
它与制裁政策强度呈正相关。①

 

一般而言,针对军事安全或领土冲突等高政

治议题,主要采取全面贸易制裁等最高强度手段;对于核扩散或联盟选择等

次高级政治议题,制裁强度则相对较低;对于环境、贸易或人权行为等低政

治问题的制裁策略强度也相对较低。②
 

针对这些问题的制裁强度,一般而言,

又高于纯粹的经济纠纷。③
 

比如,冷战后至2018年,美国针对中美经贸合作

方面的制裁力度远低于涉及中国政治领域的经济制裁。④
 

不过,随着近年来

美国将中美经济竞争安全化,这类制裁上升为高政治议题,强度随之上升。⑤

  2.
 

对象国与美国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

对象国对美国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基

①

②

③

④

⑤

Taehee
 

Whang,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From
 

Initiation
 

to
 

Outcom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5,
 

2010,
 

pp.561-573.
John

 

A.Vasquez
 

and
 

Richard
 

W.Mansbach,
 

“The
 

Role
 

of
 

Issues
 

in
 

Global
 

Co-
operation

 

and
 

Conflic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4,
 

No.4,
 

1984,
 

pp.411-433;
 

Adrian
 

U-Jin
 

Ang
 

and
 

Dursun
 

Peksen,
 

“When
 

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Asymmetric
 

Perceptions,
 

Issue
 

Salience,
 

and
 

Outcom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0,
 

No.1,
 

2007,
 

pp.135-145.
肖刚、黄国华:《冷战后美国经济外交中的单边经济制裁》,

 

载《国际经贸探索》,
 

2006年第3期,
 

第4—9页。
宋国友:《冷战后美对华经济制裁中的美国国内因素》,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

年第1期,第54—57页。

Mayer
 

Brown,
 

“The
 

New
 

Congressional
 

Select
 

Committee
 

on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ay
 

5,
 

2023,
 

https://www.mayerbrown.com/en/insights/

publications/2023/05/the-new-congressional-select-committee-on-economic-competition-
with-china,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日。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 47   

础。敏感性是对象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而脆弱性则是对象国寻求替

代经济依赖的难易程度。①
 

一般来说,一国对经济制裁的脆弱性取决于其资

源能力、政治意愿和政府能力。② 另外,国际社会内部经济资源的可流动性

为对象国提供了规避制裁的机会。比如,替代市场、资源供应国或庇护国可

以大大降低制裁对象国对美国经济依赖的脆弱性③,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美

国制裁的策略选择。④
 

因此,一般来说,当对象国对美国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

脆弱性越高,制裁对该国的影响越大,美国可选择的制裁策略越多,也越没

有必要使用高强度的制裁手段。⑤
 

反之,当对象国对美国依赖较少时,美国则

有必要考虑更高强度手段以提高威胁的水平。但是,当该国具有多个替代

经济来源国时,美国即便提高威胁强度,也很难达成目标,此时,美国未必会

采用高强度的制裁手段。

  3.
 

对象国的政治制度

制裁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稳定程度是影响制裁决策和持续时间的

重要因素。现有文献认为,对象国威权主义程度越高或民主程度越低,就越

有可能承受制裁压力,导致制裁长期延续,制裁强度加大。⑥
 

经济制裁的作用

机制之一就是通过降低对象国民众的经济福祉,挑动民众对政府施压或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阮建平:《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

裁的发展》,
 

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第361—365页。
同上。

Jerrold
 

D
 

Green,
 

“Strategies
 

for
 

Evading
 

Economic
 

Sanctions,”
 

Dilemmas
 

of
 

Economic
 

Coercion:
 

San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1983,
 

pp.61-85;
 

Daniel
 

W
 

Drezner,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
 

When
 

is
 

Cooperation
 

Counter-
produ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73-102;
 

万书:《试论

经济制裁》,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9期,
 

第26—31页。
刘建伟:《国际制裁缘何难以奏效? ———“非故意后果”的视角》,

 

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
 

2011年第10期,
 

第107—123页。

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p.90-136;
 

熊谦、田
野:《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

 

载《当代亚太》,
 

2015年第1期,
 

第98—130页。

Sean
 

M.Bolks
 

and
 

Dina
 

Al-Sowayel,
 

“How
 

Long
 

Do
 

Economic
 

Sanctions
 

Last?
 

Examining
 

the
 

Sanctioning
 

Process
 

Through
 

Dur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0,
 

Vol.53,
 

No.2,
 

pp.24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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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翻政府,从而达到改变政府行为的目的。①
 

政权稳定的国家抗压能力

相对较强,不太可能迅速向制裁发起国让步。② 另外,就政治制度来说,民主

国家更倾向于制裁非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国家之间的制裁相对较轻。③

  4.
 

对象国与美国的冲突水平及预期

美国与对象国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冲突是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基础

诱因。现有研究强调,经济制裁作为美国的一种强制外交手段,主要是回应

美国的国际政治利益诉求,而不仅是白宫对国内民众的行动要求(比如惩罚

那些进行种族屠杀或者军事政变的外国领导人)的回应。因此,两国争端的

绝对水平越高,升级速度越快,采取高强度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两

国之间的友好程度越高,制裁的时间就越短,制裁的强度也相对越低。除了

现实的争端关系之外,对未来冲突风险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制裁的决定。

美国预期与目标国的冲突越多,就越有可能对目标国实施经济制裁,然后维

持或增加对目标国的制裁压力。④

(二)
 

政治经济学模型

政治经济学模型反对将国家看作单一的理性行为体,
 

认为经济制裁是

制裁国和对象国内部竞争性利益集团压力的内生结果。⑤
 

一国的经济制裁决

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A.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p.93-97.
Risa

 

Brooks,
 

“Sanctions
 

and
 

Regime
 

Type:
 

What
 

Works,
 

and
 

When?”
 

Security
 

Studies,
 

2002,
 

Vol.11,
 

No.4,
 

pp.1-50;
 

Abel
 

Escrib-Folc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Conflicts,”
 

pp.129-141;
 

David
 

Lektzian
 

and
 

Mark
 

Souv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Sanctions
 

Onset
 

and
 

Success,”
 

pp.848-871.
David

 

Lektzian
 

and
 

Mark
 

Souva,
 

“The
 

Economic
 

Peace
 

Between
 

Democracie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0,
 

No.6,
 

2003,
 

pp.641-660;万书:《试论经济制裁》。

Daniel
 

W
 

Drezner,
 

“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
 

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lliam

 

H.Kaempfer
 

and
 

Anton
 

D.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8,
 

No.4,
 

1988,
 

pp.78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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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不仅受到本国利益集团的影响,还会受到博弈方或第三方政治和商业行

为体的影响。① 一个国家利益集团的组织方式及其影响政治的能力决定了

一个国家是否将制裁用作外交政策工具以及制裁将针对哪些国家、采取何

种制裁方式。②

经济制裁发起后会在制裁国内形成利益再分配,出现受益者和受损方。

受损方可能有多个,内部的成本分担也不均匀。随着经济制裁的深化,国内

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其中,受益者偏向于维持或者加强

制裁,而受损方则希望减弱制裁乃至解除制裁,双方均有诉诸信息传播、推

动建章改制来影响制裁走向的动机。③
 

有研究表明,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受国

内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的影响较大。④
 

换言之,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

决定了制裁的具体类型。⑤
 

例如,一般而言,出口制裁决策中的利益集团竞争

最为激烈,在制裁中受损的美国企业集团与工会组织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

会施加压力。金融制裁决策中的利益集团竞争较低,这是因为金融制裁较

少影响到与进出口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⑥
 

总之,尽管现有文献为理解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形成机制提供了

直接的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上述两种范式忽略了国家本身,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国友:《冷战后美对华经济制裁中的美国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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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empfer
 

and
 

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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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lateral
 

Ver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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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1,
 

1999,
 

pp.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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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empf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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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pp.786-793.
池志培、刘建伟:《经济制裁结束的政治逻辑》,

 

载《国际政治科学》,
 

2022年第4
期,

 

第87—117页。

V.L.Krustev
 

and
 

T.C
 

Morgan,
 

“Ending
 

Economic
 

Coerc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11,
 

Vol.28,
 

No.4,
 

pp.351-376;
 

刘露馨:《重塑“利维坦”———大国竞争与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建构》,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第71—100页。

Elena
 

V.McLean
 

and
 

Taehee
 

Whang,
 

“Designing
 

Foreign
 

Policy:
 

Voter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1,
 

No.5,
 

2014,
 

pp.589-602.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载《教学与研究》,
 

2004年第3期,
 

第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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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议员的自主性和独立的利益。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总统和议员不是

机械地对国际形势或者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进行反应。虽然也有少量研究

从总统的视角展开①,但其重点关注总统在特定时期的选举利益是否影响制

裁政策的实施,没有深入研究相关的利益如何影响总统对于制裁策略的选

择。总统更倾向于高强度抑或低强度制裁? 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

第二,现有研究缺乏从美国政治行为体之间博弈,包括总统和国会以及

国会内部两党之间博弈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未能深入分析这类博弈如

何影响美国对于强度较高或较低的制裁策略的选择及其具体机制。在当今

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事实上,

上述对外政策分析模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如制裁议题领域或者对象国

本身政治制度等,对于对象国而言往往是既定且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

因此,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分析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四、
  

理论与假设:
 

美国经济制裁决策中的

国内政治博弈模型

(一)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制定机制

1.
 

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行为体及其一般性偏好

  影响美国制裁策略选择的行为体主要有四个:(1)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

部门,(2)议员组成的国会立法部门,(3)以普通公众为主体的选民,(4)制裁

政策相关的利益集团(见图1)。其中,总统和议员是直接行为体,而选民和

利益集团是间接行为体。单一理性国家的假设认为,美国总统与国会协调

各自立场,制定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但事实上,总统与国会各自有自己独

立的政治利益,并在对外政策上存在博弈,其目标并不完全一致。②

①

②

A.Cooper
 

Drury,“US
 

Presidents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4,
 

2000,
 

pp.623-642;
 

A.Cooper
 

Drury,
“Sanctions

 

as
 

Coercive
 

Diploimacy:
 

The
 

U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Initiate
 

Economic
 

San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54,
 

No.3,
 

2001,
 

pp.485-508.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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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行为体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总统作为国家领导人,负责外交事务,且担负促进国家安全的宪法责

任。① 因此,总统倾向于以国家整体外交利益来权衡对外制裁政策。② 一般

情况下,总统由于相对超然于具体的地方事务,更加偏好能产生实质性威慑

作用的高强度制裁策略或威胁使用该类制裁策略,如贸易制裁。然而,国会

的目标和偏好则相对“内向化”或者视角更加狭隘(parochial)。③ 国会由独

立选举的议员组成,他们来自较小的地理选区,需要考虑选区内选民的利益

诉求以寻求连任。④ 因此,当制裁议题在选民中显示度不高的情况下,议员

倾向于支持低强度的制裁如旅行禁令等,以减少贸易或者金融利益集团的

损失。⑤
 

所以,与总统相比,国会更偏好低强度的制裁。
 

美国选民和利益集团对制裁政策的偏好也存在明显差异。普通民众偏

①

②

③

④

⑤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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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1,
 

2011,
 

pp.37-68.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Hinckley
 

B.,
 

Less
 

than
 

Meets
 

the
 

Eye:
 

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the
 

Myth
 

of
 

the
 

Assertive
 

Cong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Arnold

 

R.D.,
 

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宋国友:《冷战后美对华经济制裁中的美国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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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抽象/象征性的国家利益,即国家荣誉感或道德感。他们希望政府在危急

时刻作出反应,比如面对竞争对手或者敌人时采取经济制裁,获得国家荣誉

(安全)感。这种国家荣誉偏好也会转化成为观众成本①,推动总统和议员履

行实施经济制裁的承诺。不过,公众对于具体政策类型倒没有明确的关切。

特殊利益集团则与公众不同,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关注政策的类型及范围,从

而判断该政策的分配后果。当预计会受到制裁负面分配后果的影响时,他

们有强大的动机来向其总统和议员施压。②
 

2.
 

经济制裁政策的制定方式

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制定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

当局直接发布行政命令。③ 二是国会通过立法、附加条款等方式对目标国实

施经济制裁。当国会认为有必要对特定国家实施长期制裁或将已有的制裁

长期化时,其会通过立法程序推动有关制裁法律化。此类法案多数涉及全

面的贸易、投资禁令,并包含“间接制裁”条款。此外,国会或个别国会议员

可以通过在重要例行法案中加入附加条款的方式实施制裁。④
 

一般来说,国

会立法的制裁方式受到总统权力的限制。国会议员先讨论通过制裁法案,

①

②

③

④

Jr
 

Robert
 

A.Hart,
 

“Democra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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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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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Quarterly,
 

Vol.53,
 

No.2,
 

2000,
 

pp.267-284;
 

Jaleh
 

Dashti-Gibson,
 

Patricia
 

Davis
 

and
 

Benjamin
 

Radcliff,
 

“On
 

the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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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pp.608-618;
 

Makio
 

Miyagawa,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89-100;
 

石斌:
 

《有效制

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
 

吉菲菲:《美国的经济制

裁及其信号表达———基于1989—1992年美国三起制裁的经验验证》,
 

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2期,
 

第91—100页。

Elena
 

V.McLean
 

and
 

Taehee
 

Whang,
 

“Designing
 

Foreign
 

Policy:
 

Voter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nd
 

Economic
 

Sanctions”.有关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府态度,可
以参考庞琴、雷毅怡、郑娟:《“第二意象”的回归———社会集团影响第三国“选边”中美的

作用机制研究》,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第35—63页。
“50

 

U.S.Code
 

Chapter
 

53-Trading
 

with
 

the
 

Enemy,
 

”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50/chapter-53,
 

访问时间:
 

2023
年3月8日。

李峥:《美国经济制裁的历史沿革及战略目的与手段》,
 

载《国际研究参考》,
 

2014年第8期,
 

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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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由总统签署,总统的决定权体现在拖延签署法案、要求修改法案或者否

决法案。①
 

此外,国会的制裁立法虽然直接规定了制裁对象与措施,但是依然

将执行制裁的权力授予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②

3.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可替代性”

为了进一步理解美国总统和议员在制裁决策中独立的利益和偏好,本

文首先介绍“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的概念。它是指“为了实现某个政

策目标,决策者的工具箱里可能有多个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即他们之间具

有‘可替代性’。”③
 

比如,为了惩罚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美国政府可

以选择武器禁运,也可以对两国的核武研发部分进行定向金融制裁,还可以

终止对两国的援助,甚至也可以将上述几种方法混合使用。
 

现有研究发现,

面对类似的国际危机,有些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行为。④
 

美国对外

经济制裁政策的“可替代性”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者在权

衡制裁手段时,选择用一种制裁手段来代替另一种制裁手段,而这些手段都

可以实现相同的外交目标。“可替代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样一种

观念: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国家能够在深入考虑国家目标和预算约束后,设计

出一套最佳的外交政策工具组合以实现国家整体利益。⑤

然而这种“可替代性”主要是对决策者而言的,对于国内利益群体而言,很

多政策相互之间不具有“可替代性”,因为每种政策(制裁手段)实施后都会带

来不同的国内结果,存在不同的获益方和受损方。⑥
 

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对外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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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Starr,
 

“Substitutability
 

i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ly
 

Central,
 

Empirically
 

Elus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4,
 

pp.128-138,
 

2000.
Benjamin

 

A.Most
 

and
 

Harvey
 

St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eign
 

Policy
 

Substitutability
 

and
 

‘Nice’
 

Law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3,
 

pp.383-406,
 

1984.
Glenn

 

Palmer,
 

Scott
 

B.Wohlander
 

and
 

T.Clifton
 

Morgan,
 

“Give
 

or
 

Take:
 

Foreign
 

Aid
 

and
 

Foreign
 

Policy
 

Substitutabil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9,
 

No.1,
 

pp.5-26,
 

2002.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54   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

易制裁中,支持进口制裁的是由进口替代商组成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限制从

制裁对象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来增强自身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但是,实施进

口制裁使商品价格上涨,伤害了消费对象国商品的美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而实施出口制裁有利于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企业集团,因为出口制

裁对于保护知识产权、防止技术外泄具有重要意义,①
 

但是会造成生产相关产

品的中小企业利益受损。对外贸易同时支撑着众多美国零售商店、港口和金

融机构的就业机会,这些中小企业则自然希望美国政府谨慎使用出口制裁。②
 

与贸易制裁相比,定向金融制裁不会直接影响制裁双方的贸易关系,对

于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利益没有显著影响,受损的利益集团集中在少数

金融企业及其从业者,对其他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③
 

在其他的制裁手段

中,援助制裁导致提供援助产品或资金的相关企业只能重新寻找新的商

品市场;而武器禁运对军工企业和供给武器生产原材料的相关企业产生

负面影响;旅行禁令可能会使旅游业相关的利益群体蒙受损失。这些手段

背后的利益群体差异比较大,于他们而言,不同的制裁手段并不具有“可替

代性”。

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政策对于决策者如总统和议员而言具

有“可替代性”,但对于利益群体而言则未必具有。因此,决策者就有一定的

决策空间来权衡政策成本和收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而非简单地应对国际

形势,反映或者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期望。

(二)
 

对外经济制裁制定中的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假设的提出)

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引进博弈论,将其广泛应用于

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问题研究中。博弈论的应用促进了国际关系朝着精确

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拓宽了国际关系中理性主义范式的应用范围。④ 由

于制裁行为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受到理性参与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博弈

①

②

③

④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宋国友:《冷战后美对华经济制裁中的美国国内因素》。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第6期,第6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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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被 大 量 用 于 经 济 制 裁 的 分 析。① 例 如,乔 治 · 齐 贝 利 斯(George
 

Tsebelis)通过2x2的静态博弈模型建模国家间实施经济制裁的互动②,埃琳

娜·V.麦克莱恩(Elena
 

V
 

McLean)等人构造了一个制裁博弈模型推导出国

际合作和制裁成功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该假设③。因此,在

上述基础上,本文欲通过构建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模型来分析其对外经济

制裁政策的制定机制。

本研究探讨两个案例:一是,总统和议员在选举压力条件下各自具有怎

样的制裁策略偏好? 他们之间的博弈又最终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制裁策

略?④ 二是,议员在国会参众两院分裂条件下具有怎样的制裁策略偏好? 不

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最终又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制裁策略?

之所以选择上述两个案例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美国国内政治行为体

之间的博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总统与国会之间以及国会内部不同党派

之间。其次,选举是改变决策者偏好的一种固定的制度性因素,总统选举每

四年举行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而参议院议员选举每六年

举行一次。国会内部两院的分裂,比如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党分别是民

主党和共和党,则是一种非固定随机性因素。因此,上述两个案例可以涵盖

这两种层次和两种条件下的博弈,有助于全面地探讨总统和议员对高强度

或低强度制裁政策的独立偏好,以及各自的偏好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博弈,

从而进一步影响美国对外制裁策略
 

(见图2)。

1.
 

选举压力下总统与议员间的动态博弈模型

竞争性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总统和议员选举构成美国政

治选举的基础。在这两个选举过程中,获得充足的选票击败对手是现任总

统及议员的首要利益(当现任总统或者议员因届满无法连任时,其同党的候

①

②

③

④

George
 

Tsebelis,
 

“Are
 

Sanctions
 

Effective?: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4,
 

No.1,
 

1990,
 

pp.3-28.
Ibid.
Elena

 

V.McLean
 

and
 

Taehee
 

W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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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Friends
 

or
 

Fo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4,
 

No.2,
 

2010,
 

pp.427-447.
该模型侧重分析总统与其他党派的议员之间的博弈,并默认总统与总统同党派

议员偏好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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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经济制裁政策)国内政治博弈模型的形成机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选人可以被看作其本人政治生涯的延续),因而,选举压力会改变他们原有

的策略偏好。

在介绍博弈模型之前,首先需要说明本模型主要针对上文所阐述两种

制裁政策制定方式中的第二种。因为第一种行政命令主要由总统主导,议

员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决定权;但在第二种国会立法路径中,结果是由总

统和议员之间的博弈所决定的。
 

其次,正如上文所阐述的,对于任何一个制

裁事件,总统和国会可以有多种制裁策略,而且制裁策略之间存在“可替代

性”。换言之,即便对于同一类型事件,制裁的强度也存在一定的范围,即存

在上限和下限,比如对军事武装冲突可以采取严厉的贸易禁运(1990年伊拉

克战争),也可以采取对其领导人的金融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高强

度制裁可以理解为对于某类引发制裁的事件采取高于一般常见(均值)的制

裁强度的策略,而低强度的制裁则是低于均值的制裁策略。

以下进一步说明选举期间总统和议员的利益及偏好。美国涉及总统和

议员的政治选举主要是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在选举的压力下,由于一切

以选举为中心,总统和议员的利益已不仅是完成总统或议员的责任,比如根

据国际形势制定于美国最有利的对外政策或者反映选区内某些利益集团的

政治意见,他们还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获取更多的选票。因此,对于他们

在总统和中期选举年所做的制裁决策,我们可以将决策收益理解为实施制

裁后增加的选票。他们决策后的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Uij =Vij -Cij (式1)

其中,U 表示收益,i表示博弈主体(1代表议员,2代表总统),j 表示决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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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H 表示高强度制裁,L 表示低强度制裁)①,V 表示因制裁而增加的选票

(通过制裁调动选民的爱国热情),C 表示因制裁而失去的选票(受损的利益

集团对总统或议员的反抗)。值得说明的是,如果总统和议员实施的制裁措

施不当,他们也会受到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谴责,进而失去自身的政治合法

性,即制裁不一定全部带来正收益,也可能带来负收益。但发起制裁前后,

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其支持率都会有所波动②,因此双方,特别是议员,都

有利用经济制裁决策造势的动机,如2023年美国议员针对TikTok的制裁

和抨击。③ 由此,我们假定发起制裁后,总统和议员的净收益U 不等于0。

在总统选举年,就经济制裁策略的风险偏好而言,总统倾向于保守策

略,即范围较窄的低强度制裁。就成本而言,高强度贸易制裁涉及的范围较

广,包括大量企业、民众以及利益集团。他们将联合起来向总统表达不满,

如支持总统的竞争对手或者不参与投票等。他们行动的意愿会非常坚决,

这是因为依据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人们在失去既得利益时的反应

①

②

③

在国会立法路径中,制裁法案需由议员提出,再经总统批准。因此对于议员来

说,H 表示提出高强度制裁,L 表示提出低强度制裁;对于总统而言,拒绝任意强度制裁

带来的收益都为0,因此为简化分析,H 表示接受高强度制裁,L 表示接受低强度制裁。
关于总统支持率与制裁的文献可见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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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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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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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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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Quarterly,
 

Vol.54,
 

No.3,
 

2001,
 

p.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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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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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4,
 

2000,
 

pp.623-642。尚未有议员支持率与制裁的文

献,但Brian
 

F.Schaffner,
 

Wendy
 

J.Schiller和Patrick
 

J.Sellers指出,议员自身的策略性

行为会影响其支持率。而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一篇报道表明,从1978年到2020年国

会支持率每月都在变化,局部小幅度高频率波动,整体也有较大的起伏。参见Brian
 

F.
Schaffner,

 

Wendy
 

J.Schiller
 

and
 

Patrick
 

J.Sellers,
 

“Tactic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U.S.Senators
 

Approval
 

Rating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28,
 

No.2,
 

2003,
 

pp.203-223;
 

Gallup,
 

“Congress
 

and
 

the
 

Public,”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00/

congress-public.aspx,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日。

Reuters,
 

“TikTok
 

Congressional
 

Hearing:
 

CEO
 

Shou
 

Zi
 

Chew
 

Grilled
 

by
 

US
 

Lawmakers,”
 

March
 

2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iktok-ceo-face-
tough-questions-support-us-ban-grows-2023-03-23/,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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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获取新的利益更为激烈,即有强烈动机维护现有利益。①
 

就收益而言,高强

度的贸易制裁对于增加普通公众的选票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这

种类型的制裁法案通常是国会提出后总统再表态,并非总统首先提出,因

此,公众不会根据制裁法案强度的高低来评判总统;另一方面,公众也不会

像关注武力部署那样密切关注经济制裁,特别是在美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或积极卷入争端的情况下。②
 

这就意味着对于总统而言,此时采取高强度制

裁的选票收益极有可能小于成本,即V2H<C2H;而低强度的金融或者援助

制裁涉及的行业较少,破坏程度较小,选票收益极有可能大于成本,即V2L>

C2L。因此,对于大部分制裁而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的收益情况为U2H<0<

U2L,即偏好低强度制裁
 

(当然这里不排除存在某些高曝光度的案例,总统选

择高强度制裁可能会获得更多选票,但此时,总体倾向于尽量拖延至选举结

束以后签署法案,减少利益集团的反对)。以高显示度的 TikTok案件
 

为

例,尽管拜登总统在2024年4月23日签署法案要求TikTok与母公司剥

离,但该法案给予其9~12个月的缓冲期以减轻利益集团的反对。事实上,

该公司会提出上诉,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冲突将发生在2024年大选之后。③
 

与之相反,国会议员的风险态度此时趋于冒进。众议院全体议员和参

议院部分议员在此时也进行选举。因此,就收益而言,制裁法案是国会议员

提出的,每一个议员都需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即需要在选民前通

过展现自身“强硬”态度博眼球争取选票。换言之,提出的法案制裁强度越

高,即显示度越高,能获得选票支持的可能性就越高(当然这是议员的理性

推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情况),即V1H>V1L。类似情况可以参考国会

①

②

③

Jack
 

S.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pp.283-310.
A.Cooper

 

Drury,
 

“US
 

Presidents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p.623-
642;

 

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详见:https://www.theverge.com/2024/4/23/24137638/senate-passes-tiktok-

ban-bill-divest-bytedance-foreign-aid。值得说明的是,该案件本身不算是美国对华经济制

裁,这里引用该案例对上述情况加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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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在审议TikTok相关制裁时,都通过表现极强硬的态度来博取选民支持。①
 

然而,就成本而言,国会内议员是集体投票决策,因此,除非高强度制裁刚好

针对某议员所在选区的利益集团,否则制裁所导致的成本将会分摊到每一

个议员,远低于总统,即大部分情况下,无论制裁强度如何变化,议员承担的

选票成本都近似相等且小于选票增额,即C1H
 ≈C1L<V1L<V1H。因此,对

议员而言,大部分制裁的收益表现为U2H>U2L>0,偏好高强度制裁。

总统在中期选举年的制裁风险偏好发生明显变化。这是因为在中期选

举年,只有众议院全体议员和参议院部分议员选举,没有总统选举,总统的

选票成本几乎降为0。总统和议员此时的风险偏好都趋于冒进,即更支持高

强度制裁。从成本上说,由于选民的精力主要聚焦在议员,总统没有直接的

选票压力,但同时中期选举又是检验总统的民众支持率的关键时期,总统也

需要帮助自己所属政党获得更多的国会席位。换言之,总统此时需要表演,

尤其是面对所谓的国家外部安全威胁时,往往利用“集会效应”(rally-

around-flag)②,使用有高显示度的制裁赢得选民支持。尽管是否能够获得

支持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总统没有丢失利益集团选票的成本,其此时的偏好

趋于冒进。因此,对于总统而言,选票成本小于选票增额,且高强度的制裁

收益更高,大部分制裁的收益表现为U2H>U2L>0。此时,议员的制裁收益

与总统选举年类似,即U1H>U1L>0。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下文对总统和议员在总统选举年和中期选举年的

博弈模型进行进一步说明。以下介绍博弈模型的基础假定。

第一,博弈主体为议员和总统,其中,议员的策略选择为“高强度制裁”

①

②

“TikTok
 

Congressional
 

Hearing:
 

CEO
 

Shou
 

Zi
 

Chew
 

Grilled
 

by
 

US
 

Lawmakers,”
 

Reuters,
 

March
 

2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iktok-ceo-face-tough-
questions-support-us-ban-grows-2023-03-23/,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日。
“集会效应”是指美国历史上总统在面临国家外部威胁时,其支持率通常会上升

的现象。一个典例是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支持率从

51%跃 升 至 90%。参 见 John
 

E
 

Mueller,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4,
 

No.1,
 

1970,
 

pp.18-34;
 

James
 

N.Schubert,
 

Patrick
 

A.Stewart
 

and
 

Margaret
 

Ann
 

Curran,
 

“A
 

Defining
 

Presidential
 

Moment:
 

9/11
 

and
 

the
 

Rally
 

Effec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3,
 

No.3,
 

2002,
 

pp.55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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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强度制裁”,总统的策略选择包括“接受”和“拒绝”,即A1={高强度制

裁,低强度制裁},A2={接受,拒绝}。第二,议员先做决策,记为a1,总统根

据议员的决策再进行策略选择,记为a2,两者都是理性的且知道对方的选

择。第三,由于总统在制裁政策的实施、强化、变动与取消等方面具有自由

裁量权,因此,当国会的决策被总统“拒绝”后,该制裁政策将被重新讨论或推

迟,因而在该轮博弈中没有制裁政策的产生,也就没有因制裁而增加或损失

的选票,故两者的收益均为0。① 当国会的决策被总统“接受”时,
 

双方的收益

均取决于因制裁而新增的选票减去失去的选票,
 

即收益函数相同(可见式1)。

由于总统和议员在共同制定制裁时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因此本文构

建了总统和议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博弈树进行分析,如图3所

示。博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议员先选择“高强度制裁”或
是“低强度制裁”;第二阶段,总统在观察到议员的选择后(国会通过的议案)

再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某种强度的制裁。本文首先分析模型的基本情

况,接着从总统选举年和中期选举年进行具体说明。

图3 议员与总统的动态博弈模型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将根据逆推归纳法求出该动态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在第二阶

段,总统面临的决策问题可以用式2表达,即在给定议员决策后进行收益最大

化的决策,求解出的a2 为总统对议员行动的最优反应,可以用R2(a1)来表示:

max
a2∈A2

U2(a1,a2) (式2)

① 笔者不排除存在其他收益,但这里的0是指直接选票收益为0。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 61   

  由于议员和总统都是理性的且知道对方是理性的,因此议员可以预测

到总统对其每一个可能的决策a1 所作出的最优反应,这样议员在第一阶段

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a1∈A1

U1[a1,R1(a2)] (式3)

  而议员对这一最优化问题的最优反应可以表示为a1
*。结合总统的最

优反应R2(a1),则可将{a1
*,R2(a1)}称为该模型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

根据图3的博弈树,本文可得出不同条件下的a1*和R2(a1),具体分析如下:

(1)
 

当U2H>0且U2L>0时,对总统而言,面对议员的任一决策(高强度

或低强度制裁),其最优反应皆为接受,即R2(高强度制裁)=R2(低强度制

裁)=接受。对议员而言,当U1H>U1L 时,a1
*=高强度制裁;当U1H<U1L

时,a1
*=低强度制裁。

(2)
 

当U2H>0且U2L<0时,对总统而言,面对高强度制裁决策的最优

反应为接受,即R2(高强度制裁)=接受;面对低强度制裁决策的最优反应为

拒绝,即R2(低强度制裁)=拒绝。对议员而言,当U1H>0时,a1
*=高强度

制裁;当U1H<0时,a1
*=低强度制裁。

(3)
 

当U2H<0且U2L<0时,对总统而言,面对议员的任一决策(高强度

或低强度制裁),其最优反应皆为拒绝,即R2(高强度制裁)=R2(低强度制

裁)=拒绝。对议员而言,选择高强度制裁或者低强度制裁,其收益都为0。

(4)
 

当U2H<0且U2L>0时,对总统而言,面对高强度制裁决策的最优

反应为拒绝,即R2(高强度制裁)=拒绝;面对低强度制裁决策的最优反应为

接受,即R2(低强度制裁)=接受。对议员而言,当U1L>0时,a1
*=低强度

制裁;当U1H<0时,a1
*=高强度制裁。

总统选举年的总统和议员博弈。在总统选举年,总统的收益为U2H<

0<U2L,符合上述情况(4);议员的收益为U2H>U2L>0,符合U2L>0。因

此,总统和议员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低强度制裁,接受}。议员此时的

心态可以理解为“与其什么政治资本也捞不到,不如向总统妥协(不排除此

时总统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部分议员),获得至少一部分收益”。

中期选举年的总统和议员博弈。在中期选举年,总统的收益为U2H>

U2L>0,符合上述情况(1);议员的收益为U2H>U2L>0,符合U1H>U1L。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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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总统和议员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高强度制裁,接受}。

但上述博弈建立在双方理性且信息对称的基础上,为了验证其可靠性,

还需要真实案例数据检验。根据上述博弈分析,推出以下可验证的假设:第

一,美国经济制裁的强度在总统选举年偏低,在中期选举年偏高。在总统/

中期选举年,总统在独自制定制裁政策时,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低/高强

度制裁政策;当总统与议员(国会)共同制定制裁政策时,双方通过博弈,最

终也会选择低/高强度制裁政策。除此之外,在“双非”年时(既非总统选举

年,又非中期选举年),该时期的制裁政策制定其实是民意、利益集团以及国

际形势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期间总统和议员的博弈决策存在

较大的随机性,因此本文的博弈模型不考虑该时期的情况。同时,依据均值

回归定理,该时期的整体制裁强度应该介于总统选举年和中期选举年之间

的水平。由此,本文可以获得两个可验证的假设。

假设1:
 

总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低于非总统选举年。

假设2:
 

中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高于非中期选举年。

第二,如果制裁案例涉及军事安全问题等民众关注度高的领域,上述强

度变化倾向会加剧,即产生调节作用。这是因为议题的可操作空间影响着

选举作用的发挥。比如,军事安全议题可以使用高强度的贸易制裁,也可以

不用;而其他民主人权议题或者边缘化的跨国走私等议题本来也不需要用

到高强度的贸易制裁,除非该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仅需要强度

偏低的金融制裁或者援助制裁。在总统选举年时,如果遇到军事安全等关

注度高的制裁事件,总统可以采取拖延或者“虚张声势”(bluffing)的策略,即

先进行高强度制裁的威胁,但等待选举结束才采取实际措施。这样,选举年

的制裁强度就会明显降低。换言之,高关注度且可操作空间大的议题在选

举年与非选举年之间的变化更明显。另外,上述结果应该是稳定的,因为子

博弈精练纳什均衡是建立在后续阶段各个博弈方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任

何主体都没有动机改变现有决策,即保障了该制裁强度倾向的稳定性,排除

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出现多个纳什均衡的情况。

假设3:
 

总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低于非总统选举年。该差异在针对军事安

全议题采取的制裁策略中体现得比针对其他议题采取的制裁策略中更显著。

假设4:
 

中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高于非中期选举年。该差异在针对军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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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议题采取的制裁策略中体现得比针对其他议题采取的制裁策略中更显著。

2.
 

国会分裂下两党的静态博弈模型

本研究将国会内部两党博弈分为三种情况:(1)两院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

党主导,(2)两院均由民主党主导,(3)两院均由共和党主导,本研究将重点关注

第一种情况下,两党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制裁法案的策略选择(制裁强度)。
首先分析两党的利益和政策偏好。二战以来,共和党的选民基础虽然

逐步演变为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蓝领阶层①,且该群体虽然能从进口

制裁(贸易保护主义)中获利,②
 

减少来自海外工业品对他们的竞争,但是出

口制裁也会导致他们利益受损。另外,共和党主要坚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强调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干涉③,因此,一般而言,从趋势上说,他们反对高强

度的贸易制裁,偏好低强度的援助或金融制裁
 

(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党在每

个制裁中都采取这一态度)。与此相反,民主党的选民基础逐步变为高教

育、高收入群体,特别是华尔街的精英阶层。④
 

民主党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光

谱中偏向自由主义,即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涉。⑤ 因此,在制裁政策偏好

中,他们宁可倾向于贸易制裁,也不太支持金融或者援助制裁。
 

以下具体介绍两党在国会分裂下的博弈。由于国会决策由议员投票决

定,可将议员决策过程看作同时决策,因此两党博弈适用于静态博弈分析。
就此对博弈模型作出假定:首先,博弈双方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双方都

可以选择“高强度制裁(贸易)”或“低强度制裁(金融或援助)”,双方都是理

性且信息对称的;其次,双方的收益函数均为:

Uij =Vij -Cij (式1)

①

②

③

④

⑤

谢韬:《美国两党选民的阶层重组》,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398(12)期,
第44—53页。

孔繁颖:
 

《拜登政府为何坚持对华实施贸易战》,
 

载《当代美国评论》,
 

2023
 

年第
 

1
 

期,
 

第
 

105—125
 

页。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有关该趋势的详细变化可以参 考“The

 

ANES
 

Guide
 

to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oral
 

Behavio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

data-tools/anes-guid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日。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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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表示收益,i表示博弈主体(d 代表民主党,r代表共和党),j表示决

策选择(H 表示高强度制裁,L 表示低强度制裁),V 表示因制裁而收获的选

民(含利益集团)的支持,C 表示因制裁而失去的选民(含利益集团)的支持。

共和党偏好低强度的援助或金融制裁,高强度制裁会使其利益受损,即

UrH<0<
 

UrL;民主党反对援助或金融制裁,但可以接受高强度贸易制裁,即

UdH>0>
 

UdL。由于两党分别代表国会两院,而制裁法案需国会两院均通

过才能呈递给总统,因此,当两党决策不同时,双方收益皆为0,具体可见

表2。根据划线法可知,该静态博弈存在1个纯策略纳什均衡{高强度制裁,

低强度制裁},即此时没有任何制裁政策出台,双方收益都为0。
 

表2 两党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收益矩阵

民主党
共和党

高强度制裁(p) 低强度制裁(1-p)

高强度制裁(q) (UdH,UrH) (0,0)

低强度制裁(1-q) (0,0) (UdL,UrL)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同时,本文引用混合策略求解纳什均衡。假设民主党采取高强度制裁

的概率为q,采取低强度制裁的概率为1-q,共和党采取高强度制裁的概率

为p,采取低强度制裁的概率为1-p,通过式4、式5进行求解:

q*UdH =(1-q)*UdL (式4)

p*UrH =(1-p)*UrL (式5)

  根据计算可得q=
UdL

UdH+UdL
,p=

UrL

UrH+UrL
,即该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

均衡为
UdL

UdH+UdL
,1-

UdL

UdH+UdL  , UrL

UrH+UrL
,1-

UrL

UrH+UrL    。
为进一步区别q和p 的范围,本文假设q>1/2,求解得出UdL>UdH,不

符合民主党的偏好,因此q<1/2,同理可得p>1/2,即民主党以大于1/2的

概率选择低强度制裁、共和党以大于1/2的概率选择高强度制裁是该模型的

均衡解。换言之,当双方都以较大的概率选择对方偏好的制裁强度时,博弈

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状态结束。

结合纯策略纳什均衡可知,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要么没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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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出台,要么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整体上处于相对中间水平,低于民主党

主导两院时期,高于共和党主导两院时期。值得说明的是,当两院处于分裂

的状态下,两党之间的博弈进入“霍布斯式”的零和博弈状态,即共和党通过

一项有利于该党的制裁法案,就会造成民主党的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拖延或者推诿众议院的法案对两党而言变成有利可图的选择,即拖延和

推诿行为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利益(V)。这就导致两院分裂的情况越久,双

方能通过的法案其实会减少,造成总体强度趋于中等。

由此,可以获得上述三种情况下制裁强度的预期(见表3)以及可验证的

假设5。

表3 国会两党与制裁强度

参议院

民主党 共和党

众议院
民主党 高等强度制裁 中等强度制裁

共和党 中等强度制裁 低等强度制裁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假设5:
 

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外制裁政策的总体强度,在国会两院均为共

和党主导的情况下最低,在国会两院均为民主党主导的情况下最高,在国会

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情况下处于中等水平。

五、
 

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EUSANCT数据集(EUSANCT
 

Dataset)①、

体系与和平中心数据库②、美国联邦立法信息的官方网站(Congress.gov)③、

①

②

③

Weber
 

P.M.and
 

Schneider
 

G.“Post-cold
 

War
 

Sanctioning
 

by
 

the
 

EU,
 

the
 

UN,
 

and
 

the
 

US:
 

Introducing
 

the
 

EUSANCT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20.
参考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网址: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参考美国联邦立法信息的官方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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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World
 

Bank
 

Data)①、国际基金组织(IMF)②、司尔亚司全球经济

数据库(CEIC)③、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④

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⑤等。本文的核心数据来自

EUSANCT
 

Dataset,该数据库包括两种的数据集,一是案例层面(case-

level)的数据集,另一是二元版本(dyadic
 

version)的数据集。根据研究需

要,本文选取了案例层面的数据集进行分析。

案例层面的数据集涵盖1989—2015年的325条制裁案例,是以案例为

样本单位,不是以年度和国家为基础的面板数据。本文选取了美国发起的

276个制裁案例,其中182个含制裁强度数据,190个含制裁威胁强度数据,

再结合其他自变量,最终得到173个制裁实施全样本。但173个案例并非均

分到每年,且每个案例对应的两个时间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也不相同。

若以制裁开始时间统计,2002年多达26件,2015年只有1件。上述案例共

涵盖129个国家,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上述国家

在该时间段内被美国制裁的次数也存在较大差异。约有3.9%的国家被制

裁7次,1.6%的国家被制裁6次,2.3%的国家被制裁5次,8.5%的国家被制

裁4次,14.7%的国家被制裁3次,18.6%的国家被制裁2次,50.4%的国家

被制裁1次。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不使用面板模型,而是通过普通线

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二)
 

变量定义及测量

  1.
 

因变量:制裁强度

  EUSANCT
 

Dataset提供了基于制裁措施测量的制裁强度数据“imposed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考世界银行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
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Data。
参考司尔亚司(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网址:http://insights.ceicdata.com/。
参考美国国家统计局US&World数据库网址:https://www.bea.gov/data/by-

place-us-and-the-world/。
参考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网址:https://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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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
 

intensity”。①
 

该变量最大值为36,最小值为1,均值为10.90,标准

差为7.70,缺失94个(仅有制裁威胁而无制裁实施)。制裁强度随时间的分

布如图4所示。

图4 样本制裁强度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2.
 

自变量及控制变量

考虑到现有研究表明制裁主体、总统的意识形态(所属政党)、对象国的

贸易规模(规避美国制裁的能力)、对象国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对象国

政治体制等因素也会对制裁强度产生影响,本研究将上述变量纳入模型中

进行控制,具体含义及测量见表4。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制裁强度的案例数

为173,制裁威胁的案例数为94,根据10
 

EPV法则,本文最多纳入9个自变

量(按最小的94案例数取),而在此已经纳入9个自变量(如果包括调节变量

① 在EUSANCT
 

Dataset中,制裁强度的值等于制裁发起国的经济成本(imposed
 

sanctions
 

economic
 

costs)和目标国 的 成 本(imposed
 

sanctions
 

target
 

costs)的 乘 积。

EUSANCT
 

Dataset通过制裁措施的类型提供了衡量制裁强度的6分制编码,其具体措

施包括:禁发签证(1分)、援助制裁(2分/4分)、武器禁运(3分)、定向金融制裁(4分/2
分)、贸易制裁(5分)和完全的经济禁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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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更多),达到样本所能分析的最大限度。
 

过多的自变量会使本模型变得极

不稳定,而且缺乏可靠性。因此,本文只能选择最主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

型。考虑到目标国政治制度(民主,混合,专制等不同类型)是决定美国与该

国的双边关系、军事援助关系等变量的基础性因素,本文纳入“对象国政治

制度”进行控制;而关于制裁前两国即时性关系的变量,本文纳入“与美国贸

易相互依赖度”进行控制,以制裁前的双方进出口贸易值进行计算。

表4 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变量 变量取值及测量 取值来源

总统选举年
1=总统选举年(26.81%)

0=非总统选举年(73.19%)
美国政府官方网站(USAGov)

中期选举年
1=中期选举年(59.78%)

0=非中期选举年(40.22%)
美国政府官方网站(USAGov)

国会多数党

2=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

致(31.16%)

1=国会两院多数党为民

主党(32.61%)

0=国会两院多数党为共

和党(36.23%)

美国联邦立法信息官方网站

(Congress.gov)

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

1=涉及军事安全(18.84%)

2=涉及民主人权(31.52%)

3=其他诸如贩毒走私等

社会议题(49.64%)

EUSANCT数据集(EUSANCT
 

Dataset)

制裁主体

1=美国政府(65.93%)

2=美国国会(含参议院及

众议院)(34.07%)

EUSANCT数据集(EUSANCT
 

Dataset)

对象国政治体制

1=专制政体(25.10%)

2=混合政体(34.51%)

3=民主政体(40.39%)
政体5数据集(Polity

 

V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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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取值及测量 取值来源

对象国的贸易规模①

本文对贸易规模进行5分

制赋值处理,数 值 越 高 则

代表规模越大,抗 压 能 力

越强。均值2.84.

世界银行(World
 

Bank
 

Data)

与美国贸易相互依赖度

由于涉及国家 范 围 广、年
份跨度大,本文 从 多 个 经

济数据库采集 相 关 数 据,
为避免因数据库使用汇率

不一致而导致 估 算 错 误,
本文对所有贸易数据进行

了统一的汇率换算。同时

为方便计算和 比 较,本 文

对该数值进行了1~20分

值的赋值处理,数 值 越 高

表示对象国对美贸易依赖

度越高。均值11.27.

世界银行(World
 

Bank
 

Data)、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Data)、司
尔亚司全球经济数据库数据库

(CEIC)、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总统所属政党
1=民主党(46.74%)
0=共和党(53.26%)

美国政府官方网站(USAGov)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六、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基础模型分析

  首先需要对模型设计进行说明:第一,虽然本研究的案例存在较长的时

① 本文这里的贸易水平可以大致理解为该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规模,目的是衡

量该国抵御美国贸易制裁的能力。测量的方式主要是该国的贸易总量与美国贸易总量

的比值,比值越高,则该国的贸易规模越大、伙伴越多、抗压能力越强。在控制变量中,使
用该变量是因为现有文献强调制裁目标国本身的贸易水平(即贸易规模和数量)对于美

国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具有明确的影响:Jaleh
 

Dashti-Gibson,
 

Patricia
 

Davis
 

and
 

Benjamin
 

Radcliff,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p.609;
 

James
 

M.Lindsay,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
 

1986,
 

pp.1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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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跨度(26年),但考虑到各被制裁国被制裁的年份不同,且次数差异较大,

面板数据极度不平衡,因此本研究不使用面板数据模型
 

(具体原因见“数据

来源”部分)。第二,本文的因变量制裁强度取值区间较宽,介于1~36,可以

视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第三,由于本研究的5个假设中,假

设1~4针对美国政府(含总统和国会)发起的所有制裁,而假设5仅针对国

会发起的制裁,因此本研究将案例样本分为:全部样本(包含总统和国会发

起的所有制裁)和国会样本,分别用于上述假设的检验。

为验证假设1和假设2,本研究以全部样本为基础,以总统选举年及中

期选举年、国会多数党等为自变量,以制裁强度为因变量,建立OLS回归模

型(见表5模型1)。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R2=0.360),且自变量作用

显著。具体而言:
 

第一,总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要显著地低于非总统选举年

(β=-3.092,p<0.05),故假设1得证。第二,中期选举年的制裁强度显著

地高于非中期选举年(β=2.123,p<0.1),故假设2得证。上述结果可以解

释本文引言中的两个案例:1992年(总统选举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

纳卡地区爆发冲突,美国对阿塞拜疆仅采取低强度的援助制裁①,但在1998

年(中期选举年),美国对卷入地区冲突战争的南斯拉夫采取高强度的贸易

以及全方位的金融制裁②。

另外,控制变量中,对象国的政治体制和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都对制裁

强度作用显著。首先,制裁对象国专制程度越高,美国制裁的强度越高。具

体来说,美国对混合体制(β=-6.515,p<0.001)或民主体制(β=-5.779,

p<0.001)国家的制裁强度远低于对专制国家的制裁。其次,制裁涉及的议

题越重要,制裁强度越高,涉及军事安全的制裁比涉及民主人权(β=-6.610,

p<0.001)或其他社会规范领域(β=-6.280,p<0.001)的强度高。

①

②

《美国调停纳卡冲突的战略考虑和美国大选因素》,
 

BBC
 

news,
 

2020年10月2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4711642,

 

访 问 时 间:2023年7月

10日。
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160号决议的公告》,1998年5月

11日,http://lawdb.cncourt.org/show.php?fid=84859,访问时间:202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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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威胁)制裁强度的回归分析模型
 

(全样本)

模型1 模型2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实际制裁的强度 制裁威胁的强度

标准误模式 OLS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总统选举年

(基准组:非总统选举年)
-3.092** -10.81*** -10.81*** -23.50***

(1.397) (2.528) (3.669) (6.316)

中期选举年

(基准组:非中期选举年)
2.123* 9.090*** 9.090*** 23.18***

(1.216) (2.471) (3.338) (6.511)

国会两院多数党(基准组:均为民主党)

均为共和党
-0.550 -1.407 -1.407 -1.783

(1.415) (1.359) (1.548) (2.383)

两院多数党不一致
-1.158 -1.853 -1.853 -4.941**

(1.314) (1.294) (1.358) (1.893)

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基准组:军事安全)

民主人权
-6.610*** -3.203 -3.203 3.668

(1.387) (2.113) (2.609) (2.230)

其他
-6.280*** -4.618** -4.618* 6.296***

(1.471) (2.189) (2.411) (1.734)

调节效应(交互项)

总统选举年×民主人权
13.34*** 13.34*** 23.00***

(3.298) (3.945) (6.223)

总统选举年×其他
8.449** 8.449** 15.05**

(3.290) (4.177) (6.117)

中期选举年×民主人权
-12.39*** -12.39*** -25.94***

(3.172) (3.688) (7.135)

中期选举年×其他
-6.222** -6.222 -18.92***

(3.101) (3.101) (6.486)

国会主导制裁

(基准组:政府主导制裁)
-0.845 -0.795 -0.795 -5.009**

(1.315) (1.255) (1.202) (1.986)

对象国政治体制(基准组:专制体制)

混合体制
-6.515*** -6.304*** -6.304*** -4.310*

(1.401) (1.341) (1.620) (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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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实际制裁的强度 制裁威胁的强度

标准误模式 OLS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对象国政治体制(基准组:专制体制)

民主体制
-5.779*** -5.374*** -5.374*** -4.364**

(1.432) (1.369) (1.637) (2.180)

贸易规模
-0.127 0.113 0.113 -1.014*

(0.443) (0.430) (0.565) (0.585)

贸易相互依赖度
-0.173 -0.198* -0.198 0.548***

(0.124) (0.119) (0.159) (0.164)

总统所属政党

(基准组:共和党)
0.708 1.136 1.136 1.002
(1.163) (1.147) (1.071) (1.566)

常数项
22.77*** 20.21*** 20.21*** 9.588***

(2.001) (2.478) (3.409) (3.542)

案例数 173 173 173 94

R2 0.360 0.437 0.437 0.576

  注:作者 自 制。(1)***
 

p<0.01,
 **

 

p<0.05,
 *

 

p<0.10,括 号 内 为 标 准 误。(2)由 于

EUSANCT
 

Dataset中部分变量值缺失,因此实际检验制裁强度的案例为173个。

(二)
 

调节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3和假设4,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选举年和制裁涉及

的议题的交互项(见表5模型2)。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度为43.7%,比

模型1上升7.7%,说明该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因变量。交互项总统选举

年×民主人权(β=13.34,p<0.001)、总统选举年×其他(β=8.449,p<

0.05)、中期选举年×民主人权(β=-12.39,p<0.001)、中期选举年×其他

(β=-6.222,p<0.05)均对制裁强度具有显著作用,表明制裁涉及议题的

调节作用显著,假设3和假设4得证。

为了进一步检验调节作用的方向,本文以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与总统/

中期选举年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值,绘制95%置信区间的边际效应拟合线,如

图5和图6所示。图5的结果显示,在总统选举年,相比民主人权或者其他

议题,政府在军事安全议题上的制裁强度下降得更明显。总统选举期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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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制裁议题在总统选举年和制裁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图6 制裁议题在中期选举年和制裁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事安全议题制裁的强度大幅降低,但对于关注度较少的议题则没有变化。

如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实施了11个制裁,其中9个制裁涉及军事安

全问题,只有一个是高强度的制裁,而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两个制裁都是

军事安全类议题,且都是高强度的制裁。① 同样,图6的结果显示,在中期选

① Patrick
 

M
 

Weber
 

and
 

Gerald
 

Schneider,
 

“Post-Cold
 

War
 

sanctioning
 

by
 

the
 

EU,
 

the
 

UN,
 

and
 

the
 

US:
 

Introducing
 

the
 

EUSANCT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9,
 

No.1,
 

2022,
 

pp.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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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年,相比民主人权或者其他议题,政府军事安全议题上的制裁强度上升得

更多。

(三)
 

国会主导制裁分析

为验证假设5,本文单独使用国会样本,即完全由国会主导的制裁案例

构建模型3(见表6)。相比于两院都是民主党主导的情况,两院均为共和党

主导时,制裁强度明显偏低(β=-5.556,p<0.001);而当国会两院多数党

不一致时(β=-4.917,p<0.001),制裁强度也偏低,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要低于两院均为共和党的情况。换言之,当美国国会两院多数党为民主党

时,制裁强度最高;当美国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制裁强度次之;当美国

国会两院多数党为共和党时,制裁强度最低,故假设5得证。数据显示,从

2000年到2013年,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期出台的制裁法案锐减①,这是

因为当国会内部分裂加剧时双方难以达成妥协,出台制裁政策数量减少。

本研究通过列联表的方式进一步探究国会分裂情况下,两党博弈对制裁强

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两院多数党不一致的时期内,所有制裁案例的强度

均为中等偏下,主要以援助制裁为主,类似于两院均为共和党时期的制裁策

略风格。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上述两院多数党不一致的情况基本都是共

和党主导众议院而民主党主导参议院。考虑到众议院在法案提出过程中的

主导作用,共和党对众议院的主导也解释了为什么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的

制裁强度与共和党主导两院时期的制裁强度类似。
 

表6 制裁强度回归分析模型
 

(国会样本)

模型3

因变量 制裁强度

标准误 OLS标准误

总统选举年

(基准组:非总统选举年)
-3.694***

(1.356)

① Patrick
 

M
 

Weber
 

and
 

Gerald
 

Schneider,
 

“Post-Cold
 

War
 

sanctioning
 

by
 

the
 

EU,
 

the
 

UN,
 

and
 

the
 

US:
 

Introducing
 

the
 

EUSANCT
 

Dataset,”
  

pp.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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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3

因变量 制裁强度

标准误 OLS标准误

中期选举年

(基准组:非中期选举年)
3.374***

(1.155)

国会两院多数党(基准组:均为民主党)

均为共和党
-5.556***

(1.966)

两院多数党不一致
-4.917***

(1.590)

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基准组:军事安全)

民主人权
-2.446

(1.492)

其他
-0.877

(1.642)

对象国政治体制(基准组:专制体制)

混合体制
-7.069***

(1.653)

民主体制
-6.324***

(1.650)

贸易规模
-0.227

(0.374)

贸易相互依赖度
-0.189*

(0.106)

总统所属政党

(基准组:共和党)
4.687***

(1.174)

常数项
20.07***

(1.998)

案例数 56

R2 0.710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76   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

与此同时,结果还显示,在总统选举年和中期选举年依旧具备统计学意

义的基础上,总统所属政党(β=4.687,p<0.001)在模型3中显著。结果表

明,当总统是民主党时,制裁强度加强,符合理论预期中阐述的民主党的整

体制裁策略偏好。

(四)
 

稳健性检验

相关研究表明稳健标准误可以修正异方差和使模型显著性更稳健①,因

此本文首先在OLS标准误的基础上使用了稳健标准误,结果如表5中模型

4所示。除了少数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发生些许改变,其他结果均与模型2
相同。

其次,尽管假设1~4是基于全部样本的,本文也注意到可能存在数据结

构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博弈模型是在总统和议员基于国会提出的法案进

行博弈的情境下建立的,如果使用全部样本,可能导致数据结果无法验证模

型。但是,在选取国会样本(只包含国会提出的法案)建立模型3中,统计结

果仍能支持总统选举年(β=-3.694,p<0.001)、中期选举年(β=3.374,

p<0.001)的相关结论,表明博弈模型能够通过数据检验。

最后,考虑到制裁过程可以分为威胁阶段和实施阶段,制裁威胁的强度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统和议员的制裁强度偏好。因此,本文通过替换

因变量的方式,即用“制裁威胁”的强度(均值为10.14,标准差为7.41)替代

“实际制裁”的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中模型5所示,总统选举年

(β=-23.50,p<0.001)、中期选举年(β=23.18,p<0.001)以及国会多数党

(国会两院不一致β=-4.941,p<0.05)对制裁威胁强度的影响仍然具有统

计学意义,不仅方向没有变化,且影响程度加深,即总统及议员的偏好及博

弈在制裁的威胁阶段表现更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5。

与此同时,在调节效应部分,交叉项均显著,同样可以证明假设3和假设4。

上述检验表明本文的模型与结论具有相当高的稳健性。

① Mitchell
 

A.Petersen,
 

“Estimating
 

Standard
 

Errors
 

in
 

Finance
 

Panel
 

Data
 

Sets:
 

Comparing
 

Approach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2,
 

No.1,
 

January
 

2009,
 

pp.435-480,
 

https://doi.org/10.1093/rfs/hhn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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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总结

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以美国为例,现有研究可以主

要归纳为两种范式:“外交政策分析”模型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前者

以总统为核心,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以总统为首的外交决策部门

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回应。国际形势包

括宏观层面的国际权力结构、中观层面的对象国政治制度以及两国关系(或

冲突预期)、微观层面的对象国领导人特质等等。该范式的特点是以国际形

势变化作为解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自变量,且强调总统在政策制

定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①

后者则以社会联盟理论为基础,强调以阶级和行业划分的社会利益集

团通过集体行动和游说的方式,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②
 

该模型的特点

在于以利益集团的利益变化作为解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自变量,强

调国会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③
 

然而上述两种模型忽略了国家本身,即总统和议员的自主性和独立的

①

②

③

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Peter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Richard
 

Fleisher,
 

Glen
 

Krutz
 

and
 

Stephen
 

Hanna,
 

“The
 

Demise
 

of
 

the
 

Two
 

Presidenci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28,
 

No.1,
 

2000,
 

pp.3-25.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

国的发展》,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第22—39页;
 

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

第2期,
 

第6—12页;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
 

载《国际

政治科学》,
 

2008年第2期,
 

第55—80页;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8,
 

No.2,
 

1977,
 

pp.281-313;
 

Jeffr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4,
 

1991,
 

pp.425-451.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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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偏好。总统和议员并非仅仅对国际形势或者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进行

简单的机械式反应。正如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等所强调的:

“国家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

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①
 

现有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也有文

献考虑政府的政策偏好,但较少区分总统和国会议员各自的利益偏好,更鲜

有研究关注他们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考虑到政治行

为体的独立利益在政治极化的条件下出现强化的趋势②,在当前美国政治极

化的条件下,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为例来发展一种新的以“国家主体”独

立的利益和内部博弈为中心的分析模式。首先,本研究介绍经济制裁的不

同类型,界定经济制裁的强度概念,并引出制裁手段之间的“可替代性”的概

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探讨总统和议员以及议员内部

不同党派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制裁策略的选择。然后,本研究探讨两个案

例:(1)总统和议员在选举压力条件下各自具有怎样的制裁策略偏好? 他们

之间的博弈最终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制裁策略? (2)议员在国会参众两院

分裂条件下具有怎样的制裁策略偏好? 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最终又如

何影响美国对外制裁策略? 上述两个案例涵盖总统与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

员之间两个层次的博弈,并同时包括了固定的制度性因素(选举)和非固定

的制度性因素(国会分裂)两种情况。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主要行为体有自

己独立的利益诉求,如在激烈的选举中获胜从而实现连任,或者在国会中的

个人表现压倒政治对手,等等。换言之,他们不仅仅是承担国家对外安全责

任的决策者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也有自己独立的政治(选举)利益。

①

②

Theda
 

Skocpol
 

et
 

a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Nolan

 

Mccarty
 

et
 

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London:
 

MIT
 

Press,
 

2016,
 

p.15;
 

Andrew
 

Gelman,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expanded
 

Ed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3;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
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7—31页;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

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7—89
页;刁大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极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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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总统与议员在选举压力下的动态博弈模型,以及议员之间在

国会分裂条件下的静态博弈模型,本研究获得以下发现。

第一,相比于非总统选举年,出台于总统选举年的制裁策略的制裁强度

较低。在总统选举年,总统在制裁强度的偏好上倾向于保守,采取低强度的

援助和定向金融制裁。因为高强度的贸易经济制裁会显著破坏现有的经济

关系,受制裁影响的国内企业、民众以及利益集团会主动或被动地联合起来

向总统表达不满,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尽管议员此时的偏好倾向于高强

度的制裁,但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低强度制裁。

第二,相比于非中期选举年,出台于中期选举年的制裁策略的制裁强度

偏高。在中期选举年,总统风险偏好趋于冒进,支持高强度制裁。因为从成

本上说,总统没有直接的选票压力,但中期选举又是检验总统的民众支持率

的关键时期,高强度的制裁表演可能会赢得更多选民支持。议员此时也偏

向高强度制裁,两者博弈的结果就是高强度制裁。

第三,制裁涉及的议题领域调节上述总统选举年和非总统选举年之间、

中期选举年和非中期选举年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在总统选举年,相比民

主人权或者其他议题,军事安全议题的制裁强度下降更明显;在中期选举

年,军事安全议题的制裁强度上升更多。这是因为关注度高且可操作空间

大的议题在选举年与非选举年之间的变化更明显。

第四,在美国国会内部,民主党偏好高强度的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偏

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内部出现分裂、两院的多数党派不一致时,双

方会以较大概率选择对方偏好的制裁强度以达成妥协,致使制裁强度居中。

但这种妥协在政治极化的现实条件下越来越少,这是由于两党可以从相互

推诿中获得独立的利益,双方难以作出妥协,最终出台的制裁政策也逐渐减

少。相关结论提示,当美国政治极化强化两党在国会内部的对立时,由此带

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参与并赢得政治争拗”成为议员的重要利益,从而减

弱议员作为国内利益群体代言人的功能和效率。

上述研究结论为中国策略性突破美国经济制裁提供了思路。
 

这就意味

着中国的反制裁策略不仅要考虑战略时间,如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的因素,

更要考虑美国国内政治决策者的独立利益和偏好,分析他们内部博弈的模

式,从而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制裁风险。


